湖北籍农民工市民化研究：现状分析与发展水平测算

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因素很多，包括经济、社会和心理等诸多方面。依照前面对市民化涵义的界定，市民化的水平相应地决定于农民工的经济水平、保障水平以及城市融入水平等三个方面。当前城市化快速发展进程中，在农民工（尤其是第二代）的市民化意愿越来越强烈的情形下，了解农民工市民化的发展现状和整体水平是十分必要的。本章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进行典型调研，对农民工的市民化现状进行实证分析，并基于前述市民化的涵义建立一个较为全面的评价指标体系，从经济、社会保障以及城市融入三个方面对当前农民工市民化的总体水平进行综合测评，并进一步分析其市民化水平的主要影响因素，以期为推进市民化提供有益的借鉴。
1.农民工市民化的基本现状
湖北为劳务输出大省，农民工在全国分布较为广泛。本研究的课题组以湖北籍农民工为典型调研对象，于2015年春节前夕农民工集体返乡的便利时机，深入农村，主要通过问卷调研及访谈的形式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调研活动。本次调查在湖北省“一主二副”[footnoteRef:1]城市群区域共发放问卷900份，实际回收问卷806份，回收率89.5%，剔除关键信息缺失以及完成情况高度同质的问卷77份，有效问卷共729份。调研对象的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 [1:  即湖北省以省级中心城市武汉为核心的“8+1”武汉城市圈、以省级副中心城市宜昌、襄阳为核心的“宜荆荆”城市群、“襄十随”城市群。] 

表1  问卷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项目
	类别
	人数（人）
	比例（%）

	性别
	男
	452
	62.0

	
	女
	277
	38.0

	
年龄
（岁）
	16～25
	195
	26.7

	
	26～35
	239
	32.8

	
	36～45
	198
	27.2

	
	46～55
56及以上
	90
7
	12.3
1.0

	
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90
	12.3

	
	初中
	329
	45.1

	
	高中（中专）
	205
	28.1

	
	大专以上
	105
	14.5

	
 婚姻状况
	未婚
	217
	29.8

	
	已婚
	495
	67.9

	
	其他
	17
	2.3

	
流动区域

	东部
	312
	42.8

	
	中部
	378
	51.8

	
	西部
	39
	5.4

	

 城镇分布
	小城镇
县级市
地级市
省城
直辖市
	145
72
258
196
58
	19.9
9.9
35.4
26.9
7.9


    资料来源：根据调研数据整理得到。
说明：“婚姻状况”中的“其他”是指离异或丧偶的情形；“城镇分布”中统计结果主要限于各级别城市（镇）主城区范围内，其中，“小城镇”主要包括建制镇和集镇。
    调研表明，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33.5岁，其中第二代农民工（包括80后、90后，35岁以下）占据大多数，达到59.5%，超过一半的数量，已成为农民工中的主力军；而在学历结构上，较低学历“小学及以下”所占的比重最小，比例为12.3%，接受过中学或中等教育（包括初中、高中与中专）的农民工是主体，占73.2%，接受过大专教育的也占到14.5%；在婚姻状况上，大部分已婚，占67.9%；在区域分布上，大部分农民工集中于东部与中部，分别占到42.8%、51.8%，西部只有5.4%，这与区域社会经济条件等诸多因素有关；从城镇分布上来看，大部分农民工的务工地选择的是条件较好的地级市以上级别的城市（包括地级市、省城与直辖市），占到70.2%，县级以下的城市（包括县级市与小城镇）只有不到三分之一。
1.1 农民工的经济状况
    经济状况包括收入与支出，是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非常关键的因素。近些年随着宏观经济形势变化和政策的调整，农民工在城市中的收入与支出也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根据调研小组的统计，结果如表2、表3所示： 
表2  农民工收入情况（元、%）
	月均收入（元）
	
	所占比例（%）
	

	1500以下
	
	3.8
	

	1501～3000
3001～4500
4501～6000
    6000以上
	


              	   
	37.4
26.3
19.9
12.6
	




资料来源：根据实地调研数据整理得到。
说明：本处所指“月均收入”指的是税后收入。
调查统计表明，农民工的月均收入水平总体上达到了4455.4元。从收入档次结构来看，大部分农民工的收入集中于1501～3000元、3001～4500元两档上，占63.7%，1500元以下的较低收入仅占3.8%，较高收入4500元以上的占32.5%。这种总体上较高的收入水平既有农民工在务工过程中累积的人力资本（往往表现为工作经验与劳动熟练程度）逐步提升和受教育年限逐渐延长等因素的影响，也是劳动力市场结构的变化促进劳动力成本上升所致。而相对收入差异又较为显著的状况，与农民工群体内部的分化有一定的关系。包括农民工内部阶层的分化，如农民工创业者、个体工商户的出现（李培林，1996）；能力特点的差异，如智能型、技术型和体力型（黄江泉，2011）、职业差异等。从收入城镇结构来看，在小城镇、县级市、地级市、省城、直辖市的月均收入的总体水平分别为3602.8元、4255.6元、4376.7元、5093.4元及5029.3元，基本上遵从由低到高的排序，反映了务工城镇的经济水平及要素报酬差异，符合一般预期。
表3  农民工各类支出情况（元；%）
	日常生活   占比
	医疗    占比
	居住    占比
	子女教育    占比
	自我发展   占比

	500以下    19.8
501～1000   41.8
1001～1500  17.1
1501～2000  13.5
2000以上    7.8
	0         29.3
100以下  46.3
101～200  15.3
201～300  4.0
300以上  5.1
	250以下  52.2
251～500  26.4
501～750   6.0
751～1000  9.4
1000以上   6.0
	500以下    51.0
501～1000   31.1
1001～1500  6.2
1501～2000  7.9
2000以上    6.0
	0          63.1
500以下    20.8
501～1000   7.3
1001～2000  4.9
2000以上    3.9


资料来源：根据实地调研数据整理得到。
说明：各类支出中，除了“自我发展”是年度数据外，其他各项均为月平均数据。其中，“日常生活”支出主要包括饮食、服装、烟酒、生活用品、通讯及交通等日常开支；“医疗”支出主要是指实际发生（如有医保，则为扣除医保报销后）的支出，本项目共718人响应；“居住”支出主要是指实际发生的房租、水电等支出，本项目共705人响应；“子女教育”支出主要是指农民工子女在务工地接受教育所缴纳的书本费、培优、学习资料等方面的支出，本项目共418人响应；“自我发展”支出主要是指农民工个人的各类培训、进修、考证等方面支出，本项目共577人响应。
农民工在务工地的支出主要包括日常生活、医疗、居住、子女教育以及自我发展支出等方面。作为最基本的支出项，农民工的月均生活支出水平总体上为1275.4元。其中小城镇、县级市、地级市、省城和直辖市的支出水平分别为1196.0元、1260.4元、1289.6元、1316.8元和1292.6元，差异并不十分明显，反映了这一类消费的基础性；但从各档支出的占比来看，61.6%的支出都在1000元以下。这说明在各类城镇内部，农民工支出还有存在明显的差异。就医疗支出而言，农民工的平均水平为168.8元，但75.6%的农民工在此项上的支出都在100元以下，甚至其中包含29.3%的零支出。而居住支出的平均水平虽为每月405.9元，但超过一半的农民工的支出都在250元以下，在500元以上的仅占农民工的21.4%，从侧面反映了其居住质量并不高。根据调研显示，农民工在子女教育上的月平均支出为758.7元，但有超过一半以上即51.0%的农民工在此项上的支出要小于500元。而在农民工自我发展和提升方面，总体的年平均支出为432.2元，但63.1%的农民工却没有任何支出，支出在500元以上的，各支出档都不足10%，反映了农民工在人力资本提升方面意识不强、投入不足。
综合上述分析，总体而言，通过对湖北籍农民工的调查，农民工在收入上已达到相对较高的水平，同时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收入分化；而对于各类支出，农民工总体的消费水平明显偏低，除了日常生活支出基于其消费上的基础性而相对稳定外，在医疗、居住、子女教育、自我提升等方面总体消费水平还比较低，客观地反映了农民工在务工地的生活质量、教育投等方面入尚处于较低的水平。
1.2 农民工的保障状况
在务工城市的社会保障状况是农民工市民化的另一个重要层面，它涵盖就业、居住、社会保障、子女义务教育等诸多方面。近些年来，随着我国一系列改革措施的推进，城乡社会保障覆盖面逐渐扩大，农民工在城市各方面的保障水平已有明显提高。
1.2.1 就业保障
就业是农民工立足城市的基础。就行业分布而言，由于农民工群体结构的变化，其职业分布更为多元化。对湖北籍农民工的问卷表明，制造业、建筑业、居民服务业与其他服务业、租赁与商务服务业、批发与零售业是农民工就业的主要行业，就业比重分别为23%、17%、17%、13%、12%；而在住宿与餐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等行业的比重相对偏低，都在6%左右。
在农民工就业保障方面，是否有必要的职业培训以及工资发放的及时性等有着重要意义。调查反映的情况如表4所示。
表4  农民工职业培训与工资发放情况（%）
	职业培训                  占比
	工资发放                  占比

	跟师傅做过学徒            35.8
自费进行过学习或培训      20.4	
参加过企业培训            27.4
参加过政府组织的培训      4.3
未参加任何培训            30.5
	拖欠很严重                 5.0
拖欠不严重                 23.5
基本按时发放               45.3
很准时发放                 26.2


资料来源：根据实地调研数据整理得到。
说明：对职业培训的调查，部分农民工有过两种以上的学习或培训形式，因此，五种情形的职业培训所占的比重之和超过100%；另外，关于工资发放情况，少数农民工没有响应，实际响应数为718人。
调查表明，就农民工职业培训情况来看，30.5%的农民工没有职业学习或培训的经历，这一比重偏高；而在剩下的69.5%有过学习培训经历的农民工中，非正式学习(即跟师傅做学徒)的比重占35.8%，有正式培训经历的虽占52.1%，但20.4%和27.4%的是自费培训与企业培训，政府组织的培训仅为4.3%。这说明，面向农民工的职业培训及其服务是不够的。尤其是在中国经济结构面临调整升级、对劳动者的人力资本要求逐步提高的形势下，这种现状可能会直接限制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和层次。从工资发放情况来看，调查显示总体情况良好，拖欠很严重的比重不高，占5.0%，能按时发放的占70%以上。这与近些年来社会和政府对于农民工收入保障问题的较高程度的关注和引导解决的努力有关。
1.2.2 居住保障
    “乐业”对农民工固然重要，但“安居”对农民工的市民化影响更大，居住是进城农民工首当其冲的问题。对湖北籍农民工的广泛调查表明，当前农民工在务工城市的居住形式更加多样化，其中“租私人房”、“单位提供宿舍或工棚”两种形式最为常见，分别占问卷对象的36.2%与41.7%。同时也有一部分农民工由于经济条件的改善，在务工地自购商品房（9.3%）、经适房（6.4%），较大地改善了居住条件。但在关于相关住房政策的调查中，有资格申请购买务工地或老家经适房、两限房或廉住房、公租房的农民工，占调查对象的50%以上，这一比例较高。这两个方面的对比分析不难发现，农民工的实际居住形式和住房政策之间的存在着明显的距离。这种反差，可能与农民工的居住意愿、收入水平等因素密切相关。实际上，近些年中央与地方在住房政策上向城市务工人员的倾斜较为明显，但对于农民工而言，相当部分人囿于客观条件和实际困难仍难以真正受益于政策。
表5  农民工的居住与享受的住房政策情况（%）
	居住形式                       占比
	享受的住房政策                          占比

	租私人房                       36.2
自购商品房                     9.3	
廉租房或自购经适房             6.4
单位提供宿舍或工棚             41.7
其他                           6.4
	购买务工地或老家经适房、两限房           28.0
可申请务工地或老家的廉租房或公租房       22.2
单位住房公积金                           5.5
雇主或单位提供的住房补贴                 18.0
什么政策都不享受                         26.3


资料来源：根据实地调研数据整理得到。
1.2.3 社会保险
    社会保险是农民工在市民社会生活中的“安全网”和“缓冲阀”。尤其是在当前“房价高、看病贵”的社会背景下，社会保险对农民工的意义相当突出。随着对农民工群体的关注度的提高和城乡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推行，农民工的社会保险意识在逐渐增强，参与度也在逐步提高。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农民工中，“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或新农保”、“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或新农合”两项保险参与度较高，分别为41.0%与58.6%；而“工伤保险”、“失业保险”与“生育保险”的参与度偏低，分别为24.3%、10.7%和9.6%；同时也仍有17.7%的调查对象“没有任何保险”。这充分表明，在“五险”中，相较而言，由于养老问题与医疗问题涉及的群体最广，社会与经济意义更为突出，农民工已经较为普遍地意识到了其对自身立足城市的重要性，如对于参与养老保险的态度，80.4%的问卷对象认为“将来有保障，有必要参加”；而后三者在受益的阶段性、农民工群体内部的针对性方面更强，关注度相对偏低也属正常；17.7%的未参保率则需要进一步降低，提高覆盖率，这是一方面。在另一方面，调查也表明，不管是哪一类保险，农民工参保的负面影响因素也值得关注。如调研中，对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或新农保”的看法中，认为“缴费比例高”、“缴费时间长”、“异地转移麻烦、接续难”的分别占29.2%、43.3%、23.0%，反映出了保险制度设计中的一些突出问题，有待进一步有针对性的优化。
1.2.4 户籍及子女教育
在务工城市落户及子女教育是当前农民工城市化中另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由于受城市落户门槛、政策导向等因素的影响，农户工在务工城市落户依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根据调查所综合的信息（见表6），湖北籍农民工认为务工所在城市的落户难度，“很难”、“比较难”、“比较容易”、“容易”所占的比重分别为24.0%、48.3%、24.6%、3.7%，表明大部分人认为落户难度较高，认为相对容易的不到30%。如果从城镇结构来看，则更为清楚。城市（镇）级别越高，落户的难度越高，如小城镇落户“很难”占比仅为5.6%，“容易”的比重为25.5%，而直辖市落户“很难”则高达65.5%，“容易”的比重甚至下降为零。这样的结果与事实是一致的，一般大城市的规模大，各种资源越稀缺，落户的门槛（包括客观上和主观政策导向）越高，而小城市或小城镇在城市化进城中往往是比较宽松的。
表6  农民工城镇落户的难易程度分布（%）
	城市类型
	难易程度

	
	很难              比较难              比较容易               容易

	小城镇          5.6               26.2                42.7                   25.5
县级市          13.9	36.1	40.3	9.7
地级市          18.2              53.1                26.3                   2.4
省城            21.4              56.1                21.4                   1.1
直辖市          65.5              29.3                5.2                    0
总体            24.0              48.3                24.6                   3.7


资料来源：根据实地调研数据整理得到。
同时教育资源的稀缺性及其配置的行政区划限制，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也同样是广受关注的问题。调查显示，农民工在务工地，其子女入学的难易程度，“根本上不了”、“很难”、“比较难”、“相对容易”分别达到6.0%、17.6%、37.6%、38.8%。这表明经过“就近入学”政策的引导和近些年政府的大力投入，农民工子女入学难问题有所缓解，但总体而言，仍然是一个比较突出的社会难题。这一问题还可以从对农民工子女入学的情形反映出来，调查结果显示，“在务工地公立学校上学”和“农民工子弟学校上学” 的比重达到26.8%和9.3%，而“在老家上学”的为63.9%。
1.3 农民工城市融入状况
农民工的市民化不仅是经济状况、保障水平提升的过程，更是一个城市融入的过程。随着农民工群体中学历结构、年龄结构的变化以及城乡交流的日益频繁，农民工群体在思想观念、社会交往、心理发展等方面相对于过去而言，适应能力总体上也在逐步增强。
1.3.1 居住距离
    居住距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工群体居住环境的开放程度。居住越远，与市民隔离越多，越难以融入城市社会，居住距离越近，越容易与市民交往，在社会观念、行为方式上越易向市民转化。在接受调查的对象中，“居住在居民区”的占25.5%，“离市民不远”的近一半，为49.7%，而选择“较远”和“很远”的占比分别为20.6%、4.2%。这表明，农民工群体的居住整体上接近市民区，这在客观上有利于他们与市民群体的交流，为其融入城市创造了有利条件。
1.3.2 社会交往
    社会交往直接反映了两类群体的相互关系。调查表明（见表7），在农民工群体与市民群体的交流沟通方面，“与市民聊天”中，“很多”、“比较多”的共占41.5%，“较少”、“根本不说话”的占比为58.5%，说明与市民的沟通中，总体不容乐观；在与市民交往的行动上，即“寻求市民帮助”方面，选择“很少”、“从不”共占比达到71.0%；而在子女交往意愿上，“非常愿意”、“比较愿意”分别占25.3%、33.6%，直接选择“不愿意”的仅占5.1%。这些都说明农民工有一定的与市民交往的意愿，但在日常的实际交往上并不多。
表7  农民工市民交往情况（%）
	与市民聊天      占比         寻求市民帮助      占比          子女交往         占比

	很多            10.1         经常	          13.4	非常愿意	25.3
比较多          31.4	多次		          15.6	比较愿意	33.6
较少            52.1	很少	          59.1	无所谓	36.0
根本不说话      6.4	从不	          11.9	不愿意	5.1


资料来源：根据实地调研数据整理得到。
1.3.3 心理因素
    市民是城市的主体群体，农民工相对而言是边缘化群体。农民工的市民化也是这两大群体的相互了解、理解、包容、接纳的过程。对于农民工而言，在市民化过程中与市民的心理距离大小，直接决定其城市融入程度的高低。调查发现，在“市民是否对你存有偏见与歧视”这一问题上，大部分农民工心理上的反应是“有一点”（占52.5%），认为“比较明显”和“很严重”的占13.5%，这反映出农民工群体感受到的来自于市民群体的偏见与歧视还是客观存在的，尽管其程度不同。这与两类群体在观念、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异、乃至于误解有一定的关系。而对于“对市民的信任”，一半以上（56.5%）的农民工“不太信任”或“不信任”，这与上述情况是相吻合的，尽管也有相当部分的人（43.5%）选择“很信任”或“比较信任”。
表8  农民工对市民的心理状态（%）
	市民的偏见与歧视             占比                 对市民的信任             占比

	完全没有                     34.0	很信任	8.8
有一点                       52.5	                  比较信任	34.7
比较明显                     10.7	不太信任	48.1
很严重                       2.8	不信任	8.4


资料来源：根据实地调研数据整理得到。
1.3.4 文化生活
    文化生活是农民工与市民社会距离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在接受调查的农民工中，业余文化生活为“聊天”的占57.1%，“看电视”的66.8%，“打牌”占41.2%，“购物”占34.6%，“看时事新闻”占26.6%，“玩游戏”为21.4%，“唱歌”为24.8%，“休息”为45.3%，“其他”为14.3%。不难看出，当前农民工的业余文化生活总体仍然比较单一，与丰富多彩的市民文化生活存在着较为显著的差异。
1.3.5 社会参与意识
     社会参与意识表明个体对自身与集体之间关系的一种认同感。在调查中，在社区活动的参与意愿上，有较强参与愿望（即“很愿意”与“比较愿意”）的占48.7%；在参与维权组织的意愿上，有明显参与倾向（即“很想”、“比较像”）的占比59.7%。在这两方面，真正选择“不愿意”、“不想”的占比不高，仅为9.7%、7.3%。这表明农民工中有相当部分的人有较好的社会参与意识，同时也有不少农民工意识较弱，持无所谓的态度。
表9  农民工的社会参与意识（%）
	社区集体活动参与意愿         占比                 参与维权组织             占比

	很愿意                         15.1	很想	26.1
比较愿意                       33.6	 比较想	33.6
无所谓                         41.6	无所谓	33.0
不愿意                         9.7	不想	7.3


资料来源：根据实地调研数据整理得到。
1.4 农民工对自身市民化的评价与意愿
    在市民化过程中，农民工决定是否留在城市定居，会通过综合自身在各方面的条件作出决策，并表现出相应的市民化意愿。如表10所示，对于“您认为您的收入和经济地位在务工城市属于什么水平？”的回答，有75.2%的人选择中下等水平，只有24.8%认为属于中上等水平。这表明在纯粹经济状况层面，农民工群体中相当大部分仍将自己归于较低层次。在当前农民工收入大幅上升的背景下，这种认同可能与其在城市中所承受的各种负担或成本较高有关。从城市融入水平的评价上来看，一半以上（58.9%）的人认为对自身现状总体满意。这与农民工群体的年龄结构的变化以及长期生活在城市产生的对城市生活方式、社会观念一定程度的接受或认同有关。而35.5%的“不太满意”和5.6%的“很不满意”也意味着客观上的难以融入城市的现象也在较大范围内存在着。再从农民工对城市保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的反馈来看，就业、社会保险、居住、医疗等仍是存在问题较多的方面，也反映出市民化中的亟待进行制度创新与改革的难点。最后从农民工对自身市民化现状的总体评价来看，大部分调查对象反馈比较居中，即“还不错”、“一般”的占到85.8%，代表了农民工在向市民化过渡中的一种相对积极的心理评价。这也从其定居意愿中可以反映出来。大部分人选择定居小城镇以上行政级别的城市，其中尤以地级或县级市占的比重最大（29.9%）；在当前城乡形势发生明显变化、城市定居各项成本居高不下的情形下，有22.2%的人“还没确定”，处在犹豫不决的境况中，甚至也有不小比例的人（12.5%）选择返乡。这与客观上存在着的农民工返乡创业和回流现象是相吻合的
表10  农民工对自身市民化的评价与意愿（%）
	经济状况  占比
	城市融入  占比
	城市保障   占比
	总体评价  占比
	定居意愿   占比

	上等水平  1.3
中等偏上  23.5
中下等    54.0
下等水平  21.2
    
	很满意     5.8
较满意     53.1
不太满意   35.5
很不满意   5.6
	就业       36.2
社会保险   30.0
医疗       20.9
子女教育   18.8
居住       25.5
落户       17.1
	很好      7.8
还不错    42.5
一般      43.3
不满意    6.4
	省城/直辖  18.4
地/县市    29.9
小城镇     17.0
返乡       12.5
还没确定   22.2


资料来源：根据实地调研数据整理得到。
说明：“城市保障”栏目统计的是农民工认为在务工城市保障中比较突出的问题。
2. 市民化水平测评指标体系的构建
2.1 指标选取的原则
对市民化能力进行测算的指标或指标体系，要能反映当前农民工的真实水平，在指标的选取、测算体系与框架的构建上要尽可能做到科学合理。这必须充分考虑到当前农民工市民化发展的趋势与特点，也要兼顾其一般规律。在综合各方面因素构建指标体系的过程中，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
第一是一致性。一致性指的是市民化水平测算的内容与前述市民化在内涵、外延上要保持一致，不能无关联乃至相悖；否则，设计的指标就会产生严重的偏离，失去了意义。本研究所界定的市民化是广义上的，包含社会保险、义务教育、就业、住房、经济收入、心理、文化等诸多方面内容。与之相对应的市民化水平由此从经济水平、保障水平以及城市融入三方面进行测算。这确保了前后的研究一致。
第二是综合性。市民化内容丰富，具有较强的综合性。它既包括纯粹经济因素，也包括社会层面，还包括文化心理等内容。市民化应是基于中国特殊背景和农民工自身情况在这些方面的综合发展与协调并进。因此，测评指标体系的设计应尽量注意这种综合性，应兼顾各个层面的内容进行测算，以全面地反映农民工的市民化整体水平。
第三是实用性。这里所谓的实用性指的一是可操作性，即便于实际调研中收集数据、量化和测算。市民化水平较为抽象，测算指标必须有通过某种方法进行量化的可能性，这是测算的基础。其二，实用性还指选取的指标在能反映市民化水平的前提下，还要力求简易，不然测算就显得过于繁杂；同时指标间还要具有可辨识性和独立性，能够真正凸显市民化的主要内容和方向。其三，指标的实用性还需要具有一定的通用性。在不同的地区以及农民工内部不同的阶层，市民化是有一定差异的。所设计的指标或指标体系要能兼容这些差异，具有一般性。因为针对每一个不同地区的农民工专门设计相应的指标是不现实的，测算也缺乏相对可比性。
2.2 指标体系的构建
根据市民化的内涵与发展趋势，结合上述关于指标设计的基本原则，在借鉴并综合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研究采取层次分析法（AHP）建立一个综合测评指标体系并确定其指标权重，以尽可能全面反映农民工市民化的状况及其发展水平。如表11所示：
表11 市民化水平综合测算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市民化目标状态
	具体测算（对三级指标）

	A经济水平
（0.5571）
	A1收入水平
	(1.0)
	您在务工地平均每月的收入为多少？
	城镇在岗职工月均收入
	农民工实际收入/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即相对收入。

	
B保障水平

（0.3202）
	B1社会保险
（0.5）
	您参加了哪些社会保险？（多选）
	参保“五险”
	实际参保项的分值和/所有保险项目的累计分值和

	
	B2就业服务
（0.25）
	您接受过什么样的职业培训？
	有正式培训
	实际培训形式的分值/市民化目标状态的分值

	
	B3居住形式
（0.25）
	您在务工地的居住形式是哪一种？
	拥有稳定住所
	实际居住形式的分值/市民化目标状态的分值

	

C适应水平

（0.1227）
	C1居住距离
（0.1429）
	您居住的地方离市民居住区远吗？
	居住市民区
	实际居住距离的分值/市民化目标状态的分值

	
	C2市民交往
（0.2856）
	您同当地市民会在闲暇时聊天交流吗？
	经常交流
	实际居住形式的分值/市民化目标状态的分值

	
	C3心理距离
（0.2856）
	您觉得务工地市民对您有偏见或歧视吗？
	完全没有偏见或歧视
	农民工对偏见或歧视的实际感受的分值/市民化目标状态的分值

	
	C4社会关注
（0.1429）
	您经常关注国家大事与时事新闻吗？
	很关注
	农民工社会关注情况的分值/市民化目标状态的分值 

	
	C5参与意识
（0.1429）
	您是否愿意参加社区组织的集体活动？
	很愿意
	实际参与意愿的分值/市民化目标状态的分值


来源：作者制作；注：括弧中的数字为下一级指标相对于上一级指标的权重，代表相对重要性。
适应于农民工市民化的三个层面的内涵，本指标体系共包括经济水平、保障水平与适应水平3个一级指标，分别用1个、3个、5个共9个二级指标来反映三个维度的市民化水平；每一个二级指标分别用一个三级指标（即调查问卷设计的问题）进行具体测算。具体而言：
A收入水平
农民工市民化的经济基础主要表现为收入水平的高低，它是农民工立足城市的首要条件。本指标主要测算农民工相较于市民的相对收入水平，具体即为：农民工每月实际收入/城镇在岗职工月均收入的比值，[footnoteRef:2]当比值大于1时，取值1。 [2:  本处的城镇在岗职工月均收入来源于2014年《中国统计年鉴》。] 

B保障水平
城市保障主要包括养老、医疗、子女教育、就业、居住等方面，是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的重要保障。在3个二级指标中，“社会保险”用来反映养老、医疗等保障问题，针对它所设计的问题“您参加了哪些社会保险（多选）？”其选项“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或新农保”、“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或新农合”、“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没有任何保险”分别赋分值“3分”、“3分”、“2分”、“2分”、“2分”、“1分”。[footnoteRef:3]“社会保险”的实现程度的测算为：实际参保项的分值和/所有保险项目的累计分值和。 [3:  一般认为，事实上调查过程中也表明，“五险”中，“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或新农保”、“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或新农合”较其他3种更为重要，因此赋予相对较高的分值。] 

“就业服务”用来表示就业中接受的培训，它是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的重要保障。针对它设计的问题为“您接受过什么样的职业培训？”其选项“参加过企业培训”、“参加过政府部门组织的培训”、“自费进行过专业技能的学习或培训”、“跟师傅做过学徒”、“未参加过任何培训”依次赋分值4、4、3、2、1。[footnoteRef:4]二级指标中，“居住形式”相应的问题设计为“您在务工地的居住形式是哪一种？”选择项“自买的商品房”、“廉租房或自购经适房”、“租私人房”、“单位提供的宿舍或工棚”、“其他”赋分值依次为5、4、3、2、1。[footnoteRef:5]“就业服务”与“居住形式”的测算都为：实际选择情形的分值/市民化目标状态的分值。 [4:  “参加过企业培训”、“参加过政府部门组织的培训”为免费或少量付费的正式培训，相对农民工的付费培训或学徒式的非正式培训而言，意味着更高的保障，故而赋分值相对更高。]  [5:  从保障水平而言，“自买的商品房”、“廉租房或自购经适房”、“租私人房”意味着拥有自有产权的住房和一定的经济担负能力（也是自我保障），所赋分值高。另外。“其他”指像临时借住亲戚朋友家，不稳定性突出，保障性相对较差，故分值低。] 

 C适应水平
“适应水平”包含“居住距离”、“市民交往”、“心理距离”、“社会关注”、“参与意识”封丰富内容。其中，“居住距离”代表农民工居住与市民环境的融合程度，对此设计“您居住的地方离市民居住区远吗？”问题，选项“就在居民区”、“不远”、“较远”、“很远”赋分值依次为4、3、2、1；“市民交往”代表农民工与市民交往的频繁程度，用问题“您同当地市民会在闲暇时聊天交流吗？”来反映，相应选项“经常”、“多次”、“很少”、“从不”依次赋分值4、3、2、1；“心理距离”表示农民工所感受到来自市民的偏见与歧视，问题“您觉得务工地市民对您有偏见或歧视吗？”的相应选项“完全没有”、“有一点”、“比较明显”、“很严重”分值为4、3、2、1；“社会关注”反映农民工对时事或社会新闻的关注，问题“您经常关注国家大事、时事新闻吗？”的选项“很关注”、“比较关注”、“偶尔关注”、“根本不关注”分值依次为4、3、2、1；“参与意识”则用“您是否愿意参加社区组织的集体活动？”来反映，选项“很愿意”、“较愿意”、“无所谓”、“不愿意”分值依次为4、3、2、1。以上5个二级指标的测算方法为：实际选择情形的分值/市民化目标状态的分值。
[bookmark: _GoBack]2.3 市民化水平的测算方法
基于上述综合测评指标体系，农民工市民化水平（或实现程度）的计算如下：

    式中，表示市民化的水平或实现程度；、、代表指标体系中3个一级指标的权重；、、分别为3个一级指标的值，代表农民工在收入、保障、城市适应三方面的实现程度；、为农民工在保障、城市适应两个维度的第i个二级指标值（实现程度），、则为其相应的权重。
3. 市民化的测算结果及分析
结合前述农民工市民化水平综合测算指标体系以及调研获取的较为充分的信息资料和数据，经过合理量化处理，测算结果如表12、表13所示。
表12  农民工市民化总体水平的测算结果
	
	综合
均值（%）标准差
	经济水平
均值（%）标准差
	保障水平
均值（%） 标准差
	适应水平
均值（%） 标准差

	总体
	67.8     0.1383
	80.3
	0.2094
	45.7     0.1688
	68.3
	0.1202

	其中
	第一代
	64.9     0.1341
	78.3    0.2177
	38.9     0.1227       71.9      0.1330

	
	新生代
	68.2     0.1385
	80.6    0.2081
	46.8     0.1725       67.8      0.1173

	资料来源：根据指标体系计算所得


表13  农民工市民化水平结构分布
	层次
	市民化值（%）
	占比（%）

	低市民化
	25.0～50.0
	11.9

	中上市民化
	50.0～75.0 
	53.1

	高市民化
	75.0～100.0
	35.0


资料来源：根据指标体系计算所得
对当前农民工市民化水平的测算结果表明：
（1）市民化水平总体处于中上水平。样本的市民化平均水平达到67.8%，总体处于较高的层次上。具体反映在市民化层次结构中，50.0%以下的低市民化只占11.9%，50.0%~75.0%的中上程度的市民化占比最高，达到53.1%，而75.0%~100.0%的高市民化占比也不低，为35.0%。这表明农民工经过这些年的进城务工乃至创业，市民化发展有了显著的进步，与城市市民群体之间的总体差距在日渐缩小。除了农民工自身因素外，这与近些年经济结构的变化、政策上的放开以及围绕农民工市民化的相关制度改革创新（如工资、社会保障等）也不无关系。
（2）三个维度的市民化水平发展不均衡，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从三个维度的市民化发展程度来看，呈现出不均衡的发展格局。其中经济层面的市民化水平最高，为80.3%，对总体市民化的贡献也最大；其次为城市融如水平，为68.3%；最低的是城市保障层面的市民化，只有45.7%，贡献度最低。这从实际的调研中也得以验证。调查统计表明，农民工的月均收入水平总体上达到了4455.4元。从收入结构来看，1500元以下低收入只占3.8%，3000元以上的中高收入占58.8%。事实上，伴随着“民工荒”的出现和劳动力结构的变化，进程农民工的要素收入是呈显著上升趋势且并日趋明显，这使得经济层面的市民化较为显著。而农民工在城市保障层面相对较低的市民化水平，其原因是复杂的，如调查中显示，“五险”中比较重要的养老保险，认为“缴费比例高”的达29.2%、“缴费时间长”的占43.3%、“异地转移麻烦、接续难”的占23.0%；还有诸如企业给农民工办理各种保障的动力不足以及公共服务均等化成本高等原因。这说明，现有的各项保险保障及公共服务在制度设计上有待完善，同时在执行中力度不够。在城市保障方面的市民化程度的提高更是一个长期过程。
（3）市民化水平存在着明显的代际差异。如第二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水平（68.2%）就高于第一代农民工市民化水平（为64.9%）。从三个维度的市民化也可以发现，在经济水平上的市民化，第二代相较于第一代高2.3%；而在保障水平上，差距更为明显，达到7.9%；在城市适应水平上则相反，第一代农民工较第二代高出4.1%。这种结果可能是因为：第二代农民工在学历、人力资本等方面的优势，职业选择更具弹性，因而拥有相对更高的收入；第一代农民工在社会阅历、社会资本更为丰富因而更能适应城市生活；所从事的职业等方面存在较为明显代际差异，如第一代农民工大多在建筑业为非正式就业，缺乏相关保障，而第二代农民工就业的智能型、技术性特点更为突出，且相当多数为在正式单位的正规就业，有各种保险与保障。
4.简要结论及政策启示
通过广泛而深入的调查和前述分析表明，随着我国城市化快速发展和城乡发展战略的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也逐渐加快。从湖北籍农民工来看，市民化总体已达到较高水平；市民化的三个维度中，农民工收入水平的增长最为明显，城市融入程度次之，薄弱环节在于城市保障；同时，市民化水平的代际差异也较为明显。基于此，农民工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市民化的政策思路包括：
第一，市民化重点内容应放在面向农民工的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水平的提升上。这是农民工市民化中最为薄弱的一环。尽管近几年各级财政对农村的投入逐年增加，对农民工的医疗与养老的改革日益扩大，部分典型城市如广东、上海、北京、重庆等对进城农民工的公共服务供给与制度创新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但总体而言仍明显滞后于市民化发展的需求。因此，农民工进一步市民化的重点应是就业、医疗、保险、子女教育、住房等问题，需要加大投入，通过制度改革与创新，进一步扩大城市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对农民工的覆盖面，同时增强保障力度。
第二，市民化的重要群体是新生代农民工。第一代农民工受限于偏高的年龄、相对较低的受教育水平和人力资本、较窄的就业面和滞后于社会的发展观念，市民化的意愿总体上处于逐步减弱的状态，市民化的潜力相对有限。而新生代农民工有着较高的受教育水平，就业弹性大，发展观念强，市民化潜力较大，且在农民工数量结构中占优，因此应成为市民化中的推进重点对象。政策的设计应主要突出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特点的针对性。
第三，市民化水平的进一步提升，需要动员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其中。市民化问题不仅关系到农民工自身的发展，也是整个社会进步的表现，涉及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更多主体。仅靠农民工自身或政府的力量是难以真正实现市民化发展的，还需要充分发挥企业、中介组织与城市社区的积极作用，以尽可能地动员更多的社会力量推动农民工市民化的发展。

